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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兵慌马乱 ,军人安置问题极为突出 。从对湘 、淮军官的遣撤 ,到清末新

军时期尝试性地建立军人退伍安置制度 ,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制定大规模的官

兵复员计划 ,这项工作在中国近代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军人安

置工作的基本宗旨 ,首先在于减轻军人遣撤或退伍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重大压力 ,以维

护治安 ,保证社会的稳定;其次在于帮助军人克服生活上的困难 ,为他们谋求生存发

展之道;再次则是为了为军队储备和保育预备 、后备兵员。但就实际效果而言 ,却又

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特别是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历史表明 ,军人退

伍安置是一项重大的军事社会系统工程 ,近代中国军人安置工作的失败 ,除了受制于

当时恶劣的经济 、政治形势外 ,与决策者认识上的幼稚 ,未能按照军人安置工作自身

的规律办事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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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是一个兵慌马乱的时代 ,军队官兵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更换迅速 ,军人在离开军营

之后如何复归社会的问题 ,成为事关国家军队建设 、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由于当时人

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形势 ,加上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 ,始终未能确立起现代意义

上的军人安置制度。然而从广义角度看 ,近代军人复归社会的具体状况也可以说是军人安置

问题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形态。对这种历史形态的回顾和检讨 ,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军人

安置制度的认识 。

一 、中国近代军人安置的一般情况

清朝的绿营和八旗实行的是世兵制 ,安置问题并不突出 。进入近代以后 ,随着兵役制度的

变化 ,军人的安置问题开始出现 ,并且日益重要。大致说来 ,中国近代的军人安置问题经历了

以下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 19世纪 60年代中叶至 19世纪末 ,是以经济手段为主遣撤湘军 、淮军等勇营部

队时期。

湘 、淮军是为镇压以太平天国为核心的农民起义而组建的 ,它们采用的是募兵制 ,其兵员

多为湖南 、安徽等地的农民。到 19世纪 60年代中叶完全打败太平军时 ,总兵力达到 40多万 。

按照清朝的规定 ,这些部队在战事结束之后要全部遣散 ,尽管清廷考虑到此时还有镇压捻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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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起义军和收复新疆等作战任务 ,决定保留其中的一部分 ,但仍下令将湘 、淮等军大加裁汰 。

由此便掀起了一个裁军高潮。据统计 ,到 1866年时 ,湘军等勇营部队被裁掉 30多万人 。① 此

后 ,随着镇压捻军 、回民起义军以及收复新疆战争 、中法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 ,清政府多

次下令大规模地裁汰湘 、淮等军官兵。以淮军为例 ,它在镇压捻军时兵力达 7万余人 ,战后裁

去约 3万人 。中法战争时淮军的兵力又达到 6.6 万人 ,战后又被裁去 1.5万余人。甲午战争

时淮军兵力为 7.3万余人 ,迭经裁汰 ,到 20世纪初年已仅剩下数千人 ,不复成军 。②

这一时期清政府对湘 、淮军官兵的遣撤主要由军方自行办理 ,最基本的遣撤方法是由原来

的带兵将领对被裁官兵进行遣撤教育 ,同时发给一定数量的遣散费 ,然后强行将之押送回籍 。

遣撤中所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 ,努力使被遣散者各还其籍 ,各归其业 。地方政

府对官兵的遣撤事务只是进行配合 ,主要是对官兵回到原籍之后的事宜进行管理。

具体说来 ,湘 、淮军对被裁撤的官兵所进行的遣撤教育无非是讲一番忠孝仁义的大道理 ,

并叮嘱他们“要务本业 ,耕种为上” ;“要守国法 ,早完钱粮” ;“要少饮酒 ,作事稳当” ;“要戒游惰 ,

勿事闲逛”;“要学勤俭 ,好过时光” ;“切不可性强暴 ,逞凶打仗” ;“切不可淘闲气 ,骚扰村庄” ;

“切不可结匪人 ,成群来往” 。③

湘 、淮军所发给官兵的遣散费一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兵在营时所积累的欠饷 ,另一

部分则是军队发给官兵的所谓“恩饷” 。欠饷多半是因为军队粮饷供应不充足所造成的 ,有时

候也是部队有意扣留官兵的一部分饷银以便遣撤之用而逐渐积存起来的。曾国藩所直辖的湘

军 12万人 ,从 1853年建军到 1864年攻占太平天国都城南京后大半裁撤 ,其间共欠发官兵饷

银达 4987500两 , ④ 平均每名官兵约 42 两白银 。这些欠饷在官兵被裁之际基本上都得到了

补发。“恩饷”作为军队送发给官兵的饷银 ,大约以 1-4个月的饷额为度。1879年淮军统领

周盛传在遣散所部勇丁时 ,便发给了 4个月的恩饷 , ⑤ 每人约得 17 两白银 。也就是说 ,通过

发饷和恩饷的方式 ,湘 、淮军一般都可以给被裁撤的勇丁筹集一笔数量较为可观的资金 ,以作

为他们回籍之后安家置产之用 。

湘 、淮军在进行遣撤之时 ,为了防止官兵中途滞留 ,保证他们能回到原籍 ,要将遣撤费分成

几批发放 ,在军营中只发放一部分 ,另一部分要等到勇丁回到原籍之时才找齐。曾国藩在遣撤

湘军时甚至规定从南京遣回湖南的官兵欠饷“到长沙时暂补一半 ,余则营官给一限期票” ,次年

再补 。⑥

至于勇丁被遣散回籍之后的生产和生活 ,清政府对之并不关心 ,没有任何安置措施。地方

政府唯一关注的是 ,这些人在自己的家乡不能犯上作乱 ,否则便要进行惩治乃至镇压 。

可以看出 ,由于清政府与湘 、淮军官兵之间建立的是一种雇佣关系 ,一方花钱雇勇替自己

打仗 ,另一方则通过入营打仗来挣钱。清政府对湘 、淮官兵的裁撤就有如老板解雇自己的雇员

一样 ,无非是算帐走人。因此 ,在这一时期还谈不上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军人安置政策 ,但军

人安置的需求已经出现 ,军人安置不能走上轨道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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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 ,20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爆发 ,为初步尝试建立军人退伍安置制度的时期。

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的军事变革进入了一个以学习西方近代军事制度为中心的新时期 。

随着新军的建立 ,一种新的武装力量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并具有一定新意的兵役制度开始在

中国出现 。按照清廷于 1904年颁发的《新订营制饷章》的规定 , “军分三等 ,一曰常备军 ,选土

著之有身家者充之 ,屯聚操练 ,发给全饷 ,三年出伍 ,退归原籍;一曰续备军 ,以常备军三年出伍

之兵充之 ,分期调操 ,减成给饷 ,三年递退;一曰后备军 ,以续备军三年递退之兵充之 ,仍分期应

操 ,饷又递减 ,四年退为平民。”① 相应地 ,清政府也改变它多年实行的募兵制而为征募制 。征

募制是介于募兵制与义务兵役制之间的一种兵役制度 ,它具有募兵制与义务兵制两方面的特

点。士兵虽仍是政府花钱雇募而来 ,但有家庭背景及服役年限等方面的规定 。政府虽不完全

负责安置士兵退伍之后的生活 ,但在士兵服续备役和后备役期间又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并要

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做一定程度的限制 。

根据清政府所颁发的有关法规 ,新军军人的退伍安置办法大致是这样的:服常备役的士兵

三年期满后 ,由军队发给凭照 ,资遣回籍 ,注册入续备军 。服续备役者平时各自谋生 ,但每年十

月必须参加集中训练 ,必要时还要完成地方官所赋予的缉捕弹压等任务。他们平时每人每月

可领饷银 1两 ,集中训练期间可领与常备军士兵相同的饷银。服满三年续备役者便可以转入

四年后备役。在服后备役期间 ,每两年必须参加一个月的集中训练 ,平时每月领饷银五钱 。

在清末新军中 ,袁世凯所统率的北洋各镇编练起步早 ,进展顺利 ,到 1905年后便相继开始

面临士兵服满三年常备役需要办理退伍的问题。据有关文献记载 ,陆军第二镇于 1905年首先

办理士兵退伍 ,陆军第四镇于 1906年夏天开始办理士兵退伍 ,至 1906年统计退伍的士兵已达

到5000余人。② 又 ,陆军第五镇在1907年至 1910年间共退伍士兵3872名 ,第六镇在 1907年

至 1908年间退伍士兵 1216名 。③

因此 ,清末新军办理士兵退伍的第一个细则便产生于北洋 ,是由袁世凯主持制订的 ,并于

1906年正式上奏得到批准。这个细则包括“陆军常备兵退伍办法” 、“陆军续备兵章程”和“续

备兵营制饷章”等三部分 。它规定 ,各营退伍兵由各镇统制(师长)在兵备处汇领退伍凭照 ,转

发各营。由官长带送原籍 ,交当地续备军官弁 、地方官及原保人共同点验接收 ,并办理入续备

役手续 。各兵在回到原籍后允许自谋生业 ,但地方政府和当地续备军官弁对其生产和生活适

当给予照顾和约束。直隶(约今河北)警务司令在一封给袁世凯的呈文中写道:北洋各镇退伍

士兵“三载从戎 ,谋生之计已拙 ,言执业非该兵所习 ,若坐食则月饷不敷 ,此项兵丁急宜设法安

插。”④ 他们所提出的安插之法就是让退伍的士兵充当各州县的巡警 。认为这种办法有多种

好处 ,既解决了巡警的来源问题 ,又为退伍士兵找到了一条谋生之路。袁世凯同意了这一方

案 ,并就地方政府与当地续备军官弁对这类充当巡警的退伍兵的管理权限问题进行了分割:

“凡充巡警之退伍兵除遇征调会操应听续备军官长命令外 ,平时应遵照巡警章程专办 ,归各州

县管理 ,续备军官长不得过问 。”⑤

北洋新军及直隶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 ,具备了近代军人安置的基本特征 ,可以说是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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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军人安置的真正起点 ,因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由于这还只是一支军队与一个地方政

府之间的举措 ,并不是清政府军事部门与行政部门联手所做的统筹全局的举措 ,所以它还不具

备普遍的意义。而且 ,由于清朝不久即在辛亥革命中灭亡 ,北洋新军和直隶地方政府的这种做

法也未能继续下去 ,故又只能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

第三阶段 ,民国时期 ,为军人安置的曲折反复时期 。

从民国建立到 20世纪 30年代初 ,中国的政局极不稳定 ,国内战争连年不断 ,尽管孙中山

等人曾经注意到军队安置问题 ,并为此提出了种种设想 ,但客观形势根本无法使军人安置问题

走上正轨 。无论是旧军阀还是新军阀 ,他们的兵都是招募来的 ,其中多是失业的游民 ,还有很

多干脆就是土匪 。这些兵也不存在一个退伍问题 ,他们或者战死在战场 ,或者战败之后被其它

的部队接收 ,或者自动溃散 ,或者是开小差逃跑。军队系统和地方政府对于他们离开军队之后

的生存生活问题 ,根本不予过问 ,完全放弃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职责。

1933年 6月 17日 ,国民政府颁布《兵役法》 ,规定:凡中华民国年满十八岁到四十五岁之

男子 ,均有服兵役之义务 ,分为国民兵役 、常备兵役两种 ,设师管区团管区掌理其事 。” ① 1936

年 3月 1日 ,国民政府明令施行《兵役法》 ,并由军政部陆续制订颁布了各种兵役实施法规 ,其

中包括《陆军士兵退伍归休实施规则》和《陆军征募及退伍归休费给与规则》 。当年开始试办征

兵 ,次年正式施行征兵 ,共体检合格壮丁 60 万人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 ,兵员紧缺 ,政府一方

面征兵的规模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暂不办理退伍。到 1944年时 ,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总数达到

600万 , 1945年裁去近 200万 ,还剩 400多万 。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政府一度考虑安排大批官

兵退伍。

为此 ,国民政府于 1946年春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 ,由行政院院长兼主

任委员 ,内政部部长和军政部部长兼副主任委员 ,其他各有关部会次长兼委员。该会连续召开

多次会议 ,确定了缩编部队及官兵复员的基本方针 。按照该会编制的第一 、第二期复转计划 ,

拟个别转业军官 15万人 ,其中包括下列接收系统:警官 4 万人 ,交通管理 5000人 ,工厂管理

2000人 ,农林垦牧 1000人 ,土地测量 1000人 ,地方行政 2万人 ,金融财政税务 1000人 ,民众

义务教育教员 4 万人 ,劳动服务队督导员 4 万人 。又据该会拟制的 150万名官兵(其中军官

5.5万人)三年集团转业计划 ,拟以 41万人从事铁路修筑 ,26万人从事公路修筑 ,21万人从事

水利工程 , 50万人从事垦殖畜牧 ,6万人从事采矿 ,3万人从事水电工程 , 3万人改为地方建设

服务队。②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兵安置计划 ,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初见成效 。

可是 ,国民党在此后很快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 ,军队规模不但没有压缩反而急速膨胀 ,官兵

安置计划大部分未能实现 。

二 、近代军人安置的类型 、宗旨 、效果及影响

上述三个阶段的情况显示 ,晚清和民国的军队 、地方行政系统对军人的安置主要包括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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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一)突击性安置 ,也就是成建制的遣撤性或缩编性安置。第一阶段对湘 、淮军官兵的遣

撤 ,第三阶段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对部队大规模缩编复员计划便都属于这种类型 。这

是中国近代军人安置的主要类型 ,占居着重要的地位。这种安置往往是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

下进行的 ,而且数量巨大 、时间紧急 ,带有突击性 、不规则性特点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后的两

三年时间里便被裁去 30多万人 ,而国民政府计划在三年内安排集团转业达 150万人 ,显然都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曾经给各有关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二)常规性安置 。第二阶段北洋新军在 1905 年后的退伍安置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

型在中国近代存续时间很短 ,居于非主导性地位。但由于它是以和平时期军队建设为背景 ,并

不是突击性的 ,因而显现出长期性和有序性的特点 ,更能代表近代军人安置的方向。

综合这两种类型进行考察 ,我们又可以发现 ,军人安置作为晚清 、民国军队及地方行政系

统的一项重要事务 ,大致存在着下列三个方面的工作宗旨。或者说 ,他们想通过处理好军人遣

撤或退伍来达到三个方面的目的:

首先 ,在于减轻军人遣撤或退伍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重大压力 ,以维护治安 ,保证社会的稳

定。这可以说是从事军人安置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人员的共同想法。1864年清帝谕称:“自

来军务将竣 ,遣撤勇丁不得其宜 ,每滋后患” ,提醒曾国藩等在遣撤湘军官兵时一定要注意这个

问题。① 曾国藩自己也表示 ,他最担心的就是“散勇回籍者太多 ,恐其无聊生事” 。② 袁世凯在

北洋编练新军 ,涉及官兵退伍问题时 ,一个最重要的考虑还是如何防止官兵离开军队后“流为

盗匪” 。国民政府在制定抗战军人复员计划时 ,亦认为这是一项关系到社会治安的重大问题 ,

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之安宁” 。看来 ,将军人安置与维护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 ,是

中国近代军人安置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 。

其次 ,在于帮助退伍军人克服生活上的困难 ,为他们谋求生存发展之道 。这是一个比较迟

才显现出来 、并始终也未曾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当湘军在 19世纪 60年代被大规模裁遣时 ,

尽管有人提出“欲弭患于将来 ,必加若辈以豢养之恩”③ ,但曾国藩却对此并不重视 ,他认为自

己是花钱募勇 ,对勇丁回到原籍之后的生产生活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袁世凯对北洋新军官兵

退伍后的生产生活安排问题 ,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始终没有站在普通官兵的立场上来全面地

规划他们的就业问题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虽然表示“复员之官兵 ,均属抗战有功之将

士” , “务使人人各安其业 ,各得其所 ,不使有一人失业”④,但实际上并没有拿出确实可行的安

置方案来 。

再次 ,为军队储备和保育预备 、后备兵员 。这是清末安置退伍官兵时开始显现出的一个宗

旨。新军官兵的安置与国家的续备军 、后备军建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通过从经济上给予退出

现役官兵一定资助 ,以及安排退伍官兵充当巡警等方式 ,达到既有助于解决军人的生活困难 ,

又为国家保养必要的续备兵员和后备兵员的目的 。

应该说 ,中国近代军人安置工作三大宗旨的显现是具有必然性的。它们提示了近代军人

安置工作的基本功能之所在。在近代的条件下 ,军人安置工作的好坏 ,不仅会对退伍军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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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产生直接的作用 ,而且还会对社会治安和军队建设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 。换句话说 ,近代军

人安置工作是由军队 、地方政府和退伍军人三方面来做的 ,它反过来又作用于当时退伍军人的

生活 、社会的治安以及军队建设等三个方面。

拿这三条来衡量中国近代军人安置工作的效果 ,显然又是令人不能满意的 。由于中国近

代军人安置工作始终没有走上轨道 ,因此 ,无论是退伍军人的生活 ,还是社会治安和军队建设 ,

都没有从当时的军人安置工作中得到应有的益处。相反 ,中国近代退伍军人大都不能安其生

业 ,驯良者转死沟壑 ,强悍者落草为寇。中国近代军人在离开军队之后的生存无助 ,以及他们

在变成盗匪之后对社会安宁的危害现象都相当严重 ,特别是后者极为突出 。

尽管当初曾国藩通过大量补发欠饷的方式 ,让每个被裁撤的湘勇都得到了一笔数目相当

可观的银钱 ,但因他们回到原籍之后的生计无人安置 ,结果坐吃山空 ,从军营中带回来的银钱

很快被耗尽 ,生活越来越困难 。这些勇丁经过多年战争生活之后 ,一般都变得凶悍油滑。再加

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军营时便加入哥老会 ,并将这种帮会关系带回到原籍 ,因而很容易结众闹

事。实际上 ,在湘军遣撤后不久 ,湖南便不断出现散兵游勇造反谋逆的事。虽然地方官府严加

搜捕 ,但“会匪愈办乃愈觉其多” 。郭? 焘曾经在一封信中就开列了湖南有裁勇会党闹事的 24

个州县 ,并说其中的“郴 、桂两州 ,无岁不有蠢动 ,虽立时破案 ,而旋散旋聚”①。一些官绅不禁

发出了“群匪如毛” , “湖南恐非乐土”的惊呼 。曾国藩 、曾国荃兄弟还准备举家搬出湖南以避

难。有人建议曾家搬到皖南 ,但曾国藩认为皖南也不安全 ,感叹天下滔滔 ,何处是真可安处之

地!

即便是数量并不很多的北洋新军退伍军人 ,也留下了在乡间闹事的记载。如:直隶警务官

员就曾说北洋陆军退伍官兵“近来武断乡曲 ,恃符滋事 ,亦时或有之 。”② 至于民国时期军人得

不到正常安置 ,大量变成土匪的事情 ,更是史不绝书。当时人常说“兵匪一家” 。据保守的估

计 ,20世纪 30年代全国有约 2000万左右的土匪 , ③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有过当兵的经历 。

就是在国民政府于抗战结束后所进行的大规模官兵集团复员时 ,也有一部分因未得到适当安

置而沦为土匪。

中国近代军人安置工作的基本动因在于减轻军人回归社会所给治安带来的压力 ,而军人

安置工作的苍白无力恰恰又是对社会治安冲击最为严重。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三 、制约中国近代军人安置工作的主要因素

近代军人安置是伴随军事近代化而产生的 ,是一项军事社会系统工程 ,它要求建立在一定

的经济 、政治条件之上 ,并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中国近代军人安置虽然也反映了中国军事近

代化的需求 ,但正如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其它各个方面一样 ,它是在经济 、政治条件都十分恶劣

的情况下进行的 ,加上决策者认识的幼稚 ,没有建立起可行的制度 ,所以 ,始终处于低水平状

态。

进行军人安置首先必须以一定的财力作支撑 ,特别是突击性安置更是需要大量的经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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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在被裁撤时要补发官兵的欠饷 ,而欠饷的数额又相当巨大 ,所以如何筹措这笔经费也就成

为能否顺利裁撤湘军部队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曾国藩等人在遣散湘军时最为头痛的事情 。

1864年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书信中便写道:“拟于今冬明春共撤四五万人 ,但苦欠饷无着。”①

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后所制定的 150万官兵集团复员安置计划 ,仅薪金和事业费等就高达国

币5876075910元 ,折合美元 1780629092 元。② 当国穷民疲之时 ,如此巨大的经费需求 ,当然

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情 ,整个计划也就因而落空 。

就业性安置除了必要的经费支撑外 ,还需要经济部门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一般说来 ,在

近代的条件下 ,人们从军入伍在本质上是在做一种“社会上升运动” 。也就是说 ,入伍当兵的人

希望借此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农民希望借此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人在经过几

年的军旅生活之后 ,确实也变得不太适应农民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难以重新回到田垅之中 ,他

们渴望过一种更有质量的生活 。这种生活大多是与工商业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近代中国民族

工商业萎缩凋敝的情况下 ,要做到这一点又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清末北洋新军退伍

官兵虽然人数有限 ,但社会却难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所制定

的集团复员计划 ,即使能够实现 ,也只是暂时性地将数百万官兵抛向铁路 、公路建设工地 ,他们

的长期就业问题仍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

中国近代政治上的分裂与混乱 、军队私属性和集团性的恶性膨胀乃至军阀横行 ,也是制约

军人安置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 。湘 、淮军虽然替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 、回民

起义等 ,帮助它度过了难关 ,但在清政府看来 ,这种勇营部队只是曾国藩 、李鸿章等人的私人武

装 ,是一种不属于中央政府的集团势力。因此 ,清廷中央并不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 全局高度

来规划湘 、淮军的裁撤事宜 ,对官兵的安置问题并不真正关心。而曾国藩 、李鸿章等人对湘 、淮

军的裁撤也只是从集团自身的利益考虑 ,只求将这些官兵推向社会 ,官兵们的生活问题也不是

他们关心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被裁撤的湘 、淮军官兵一旦离开军营之后 ,其命运也就可以

想象了。进入民国以后 ,军阀连年混战 ,更是造成军人安置工作严重逆转的直接原因 。军阀只

管招兵 ,只顾眼前 ,只顾自己 ,他们不管国家的安宁和建设 ,不管普通官兵的死活 ,脑子里根本

就没有想到过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 。至于一度颇显新意的清末新军退伍官兵常规性安置 ,以

及国民政府在抗战结束后颇显声势的官兵复员转业计划 ,都出现了中途夭折的情况 ,都与国家

政治的混乱 ,国内战争的爆发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说明 ,军人安置工作在本质上是一项建设

性事业 ,它的存在与发展 ,必然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需要国家政治 、军事的统一 。

中国近代军人安置工作长期未能走上轨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人们对军人安置

工作自身的规律缺乏认识 ,同时政府和军队也缺乏必要的军人安置工作制度建设。尽管军人

安置工作所处理的是军人在转业或复员之际的事情 ,但要想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又必须把握好

三个环节:第一是军人征召时的素质检查和筛选 ,第二是军人在服役期间和退伍前后的职业技

能教育 ,第三才是对军人就业机会的提供及其安置。这三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且相互联系在

一起的。如果征召进来的军人自身的军政素质不佳 ,不仅会影响到他们在服役期间的表现 ,而

且会给军人的就业技能教育以及就业安置带来种种困难;如果军人的就业技能教育不落实 ,也

会增加军人就业安置的困难;反过来 ,如果军人就业安置不好 ,又会对军人的征召产生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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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在近代中国 ,人们对这三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尤

其是对军人征召与军人就业安置之间的联系根本没有进行过考虑。实际上被召入军营的有很

多是失业的游民 ,还有很多是土匪 ,这种人往往不能长期地从事某一种职业 ,当然也就难以对

他们进行就业安置。

至于军人在服役期间以及退伍前后的职业技能教育 ,晚清时期人们对此也几乎没有形成

有价值的认识 ,直到民国以后才由朱执信 、孙中山等人提出要推行“兵工政策”的主张 ,开始注

意到应对军人进行职业技能教育。朱执信在他的《兵的改造与心理》一文中曾经写道:兵工政

策就是要“寓兵于工 ,就是创造一种劳动军” , “当兵的就是工人 ,当了几年的兵以后 ,可以退伍 ,

退伍以后 ,倒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人 ,而且是一个预备兵” 。① 孙中山也对兵工政策问题发表过

不少的言论。国民党军总政治训练处对“兵工政策”下过这样的定义:“就是使入伍的士兵 ,除

了受军事教育之外 ,并且因各人的能力 ,教以种种技术上的知识 ,养成专门的技术能力 ,给以种

种适宜的工作 ,使士兵学就一种技术 ,到了退伍或遣散的时节 ,就可以凭着所学的技能去做工 ,

养家活命 ,不致于穷无所归 ,挺而走险。”② 然而 ,尽管有了这种认识 ,民国政府和当时的军队

也没有为此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军人职业技能教育制度来。所以 ,民国时期军队的兵工政策便

明显地表现出因人而兴又因人而废的景象。冯玉祥驻军北京时曾经在南苑开设过具有相当规

模的工厂 ,内分织毯 、肥皂 、铁工 、木工等 12 科 ,士兵每天半日在厂 ,半日在营。③ 但其他部队

却对此并不积极 。更重要的是 ,政府和军队并未就此制定统一的制度和办法 ,特别是没有将军

人的职业技能教育与退伍就业安置联系起来做系统的筹划 ,其结果自然是不可能取得切实的

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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